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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琳·约里奥-居里是20世纪伟大的女性放射化学家。1926年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结婚。

二人合作从事原子核研究，虽多次与重大发现擦肩而过，但最终发现了人工放射性，为此获得1935年诺

贝尔化学奖。这一发现推动了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除科研贡献外，艾琳还积极参与

社会活动，呼吁妇女权益与世界和平，是杰出的女权主义者与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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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ène Joliot-Curie was a great female radiochemist of the 20th century. She began working at 
her mother’s Radium Institute at the age of 21 and married Frédéric Joliot in 1926. They cooperated on nuclear 
research. Although they missed many major discoveries, they finally discovered artificial radioactivity, for which 
they won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in 1935. This discovery promote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radioisotopes 
in medicine and other fields. In addition to her scientific research contributions, Irène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social activities, calling for women’s rights and world peace. She helped establish the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and was an outstanding feminist and social activ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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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科 学 的 史 册 中，

居里家族的显赫成就无

疑是耀眼的，其中，艾

琳·约里奥-居里（Irène 
Joliot-Curie）的故事，是

对这个家族传奇的延续。

她不仅继承了皮埃尔·居

里和玛丽·居里这对科学

的私人教育集体。（[2]，p.123）这个集体由九

名法国顶尖学者的子女组成，他们在各自家中

接受教育。这种教育模式涵盖了从科学原理到

艺术、外语等多个领域，非常重视孩子们的自

我表达和游戏。艾琳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了大

约两年。（[3]，pp.1-2）艾琳 13岁时与妹妹伊

芙被送往波兰。伊芙与艾琳和她们的母亲截然

不同，早早展现出卓越的艺术天赋。伊芙的性

格和兴趣与家庭的科学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钟情于音乐和文学，展现出非凡的才华。这

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不仅突显了姐妹二人在各自

领域的卓越能力，也展示了家族教育的多元和

包容。

艾琳进入了塞维涅学院高中学习直到 1914
年。其后，她步入了索邦大学理学院，但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她的学业不得不中断。然

而，艾琳不屈不挠地继续追求她的学术目标，

在获得数学和物理学学位后，21岁的她加入了

母亲在镭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战后，艾琳重返

索邦大学，于 1918年顺利取得了她的第二个数

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之后，这位年轻而充满

才华的科学家继续在母亲玛丽·居里的指导下，

在镭研究所教授放射学并进行前沿研究。当玛

丽因健康问题暂时离开实验室时，艾琳毫不犹

豫地接过了实验室管理的重任。尽管她的年轻

和相对欠缺的经验引起了一些资深科学家的嫉

妒，但艾琳凭借她专注于科研的精神、卓越的

科学才能和领导力，迅速赢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她不仅常常与母亲一同出席重要活动，还代表

母亲参与各种学术会议，这不仅提升了她在学

界的知名度，也极大地开拓了她的视野。1924
年，当她的博士生涯接近尾声时，艾琳被母亲

要求向年轻的化学工程师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教授放射化学研究所需的精密实验室技术，正

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彼此相爱。二人婚礼于

1926年10月在巴黎秘密举行，自此，二人取了

约里奥-居里 （Joliot-Curie） 姓氏。从 1928 年

开始，约里奥-居里夫妇共同投身于研究工作。

在他们的合作中，艾琳主攻化学领域，而她的

丈夫则专注于物理学。他们将研究重点放在原

子核的探究上。在这对夫妇的研究生涯中，他

巨人的血脉和探索热忱，更在放射科学的领域

中，与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共同开辟了新的天地。在 1935年，

艾琳和她的丈夫因发现人工放射性而荣获诺贝

尔化学奖，成为继其母后第二位获得此殊荣的

女性。[1]他们的发现推动了放射性同位素在医

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开启了新的治疗之路，

如放射性碘在甲状腺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艾琳

的足迹不限于实验室的狭窄空间，她的视野更

臻广阔。她积极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成为戴

高乐时期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核能委员会的

重要成员。然而，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的工作

终究蚕食了她的生命，1956年，她因急性白血

病去世。

一、成长经历和早期职业生涯

艾琳的教育经历是她科学职业生涯的坚实

基础。她出生于 1897年，是玛丽·居里和皮埃

尔·居里的两个女儿中的长女，她的妹妹叫伊

芙·居里（Ève Curie）。遗憾的是，1906 年，

艾琳和她的妹妹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

尽管如此，她们的母亲对她们的教育非常重视，

并确保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艾琳·约里奥-

居里的教育和职业早期展现了她对科学的深厚

兴趣和坚定承诺。她的学术之旅始于巴黎天文

台附近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因其具有挑战性

的课程而被选中。艾琳在数学方面很早就展现

出了非凡的才华，这促使她的母亲选择让她专

注于数学教育，而非普通公立学校的教育。在

这一时期，玛丽·居里联合包括著名物理学家

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在内的一些杰

出法国学者，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合作社”

艾琳·约里奥-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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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取得了辉煌成就，他们不仅赢得了诺贝尔奖，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实验成果直接促成了其他

三项诺贝尔奖的诞生。

二、通往诺贝尔奖过程中的起伏之路

在 20世纪的科学史中，约里奥-居里夫妇

在放射性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实验

发现。然而，其科学生涯也伴随着在关键节点

未能成功识别或完整诠释其观测结果的现象。

这一历程为审视科学发现进程的复杂性——包

括理论预设、实验解释框架的局限性以及科学

优先权竞争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

实证研究对象。

1. 几乎发现中子

1931 年末，约里奥-居里夫妇针对瓦尔

特·玻特（Walther Bothe）的α粒子-铍核反应

实验展开系统性研究。该实验观测到异常高穿

透性辐射。二人不仅成功复现玻特结果，更设

计关键性验证方案：通过石蜡介质检验辐射吸

收特性。实验数据显示反常——辐射强度非但

未衰减，反而产生剂量增强效应。经云室径迹

分析与电离测量，次级粒子被确证为质子。尽

管经验证据强烈指向未知中性粒子（即中子）

的存在，二人受限于既有的电磁辐射解释框架，

仍归因于“新康普顿效应”。[4]

1932 年 2 月，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 基 于 欧 内 斯 特· 卢 瑟 福（Ernest 
Rutherford）1920 年提出的中性粒子假说，对

该实验进行理论重构。查德威克指出：γ量子能

量不足以传递观测到的动量，而质量≈质子的

电中性粒子可完美符合动力学模型。经实验验

证质子反冲行为与中性粒子撞击预期一致，最

终确证中子存在。他很快向著名的科学杂志《自

然》通报了中子的可能存在。这一发现为查德

威克带来了 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约里奥-

居里夫妇1933年首次精确测定中子质量，（[5]，
pp.97-123）这一工作构成中子发现的必要经验

基础，对核物理理论发展具有奠基意义。

1932 年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
宣布发现前，约里奥-居里夫妇已在云室中清

晰观测到正电子径迹，但受限于经典电子理论

框架而错失成果报告。这两次重大发现机遇的

错失，深刻揭示了理论预设对观察诠释的局限

性——当经验事实超越既有范式解释边界时，

科学共同体往往需要认知范式的根本转换方能

实现突破。

2. 错过正电子发现

1932 年 2 月，查德威克通过重构钋-铍

（Po+Be）α粒子轰击实验证实：玻特与约里奥-

居里观测到的“高穿透性辐射”实为质量为 1、
电荷为 0的新粒子流。在发表于《自然》的论

文中，查德威克正式采用卢瑟福 1920年提出的

“中子”（neutron）术语，[6]此举标志着核物理

基本粒子框架的重大变革。

1932年 2月，约里奥-居里夫妇尝试进行

实验，即Po+Be辐射激发氢化物产生反冲质子

现象（该现象对中子发现具有关键意义）。实

验过程中，除预期质子径迹外，二人观测到大

量高能电子径迹。估算电子能量后，他们将其

归因为“康普顿效应激发的电子”，并计划“采

用更强磁场深化研究”。

1932年 3月至 4月，在 1500高斯强化磁场

下重复云室实验，高能电子径迹持续出现。为

调和质子反冲（暗示中子参与）与高能电子（指

向 γ辐射）的矛盾，二人设计系列电离室实验：

通过氩、氮、氦气氛及铅吸收层厚度变量，系

统分析Po+Be辐射吸收特性。在 1932年 4月 11
日提交法国科学院的报告中，他们提出辐射复

合模型：Po+Be 辐射包含中子与 γ 射线双重成

分，后者通过康普顿效应产生观测电子。

同一报告首次披露关键反常现象：云室照

片中出现曲率方向异常的径迹。约里奥-居里

夫妇指出：“若干具有电子形态的径迹，呈现与

其他径迹相反的曲率”。他们推测这些轨迹可

能源于 γ射线“逆向发射的电子”。[7]

1932 年 4 月 30 日，尼尔斯·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对约里奥-居里夫妇提出

的“Po+Be辐射 γ成分激发康普顿效应”假说

提出根本性质疑。针对反向曲率径迹的非常规

特性，玻尔在回函中建构了技术假象解释模型：

异常电子径迹未必源于云室气体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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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顿散射，更可能起始于室壁物质（甚或

穿透薄壁进入外部空间）。此类电子若在穿越

固 - 气界面时经历多重散射，其轨迹将在磁

场作用下呈现反常曲率。[8]

1932年 5月 2日，玻尔致信卢瑟福重申其

技术假象模型，强调异常径迹“并非源于云室

气体内部，而是室壁边界效应所致”。[8]5月 16
日，约里奥-居里夫妇基于能量守恒定律提出

关键反证：

所有观测径迹均具极高能量，若电子穿

越室壁（黄铜 / 玻璃），能量损失将导致径迹

消失——此与持续清晰轨迹矛盾。[7]

玻尔 5月 19日的最终答复，高速电子轨迹

可能是螺旋路径的一部分，“来自外部或来自

金属壁或玻璃盖的物质”，受到室盖和活塞的

限制。[8]然而，约里奥-居里夫妇在6月25日《自

然》刊文详述Po+Be复合辐射时回避了反向电

子问题。[9]

与此同时，安德森同期分析宇宙线云室照

片时，证实了正电子存在。尽管约里奥-居里

夫妇最早记录电子-正电子对产生现象，但是

错过了对正电子的发现。

三、取得突破发现获得诺贝尔奖

1934 年，约里奥-居里夫妇终于有了重

大发现，奠定了他们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在玛

丽和皮埃尔居里分离出天然放射性元素的工

作的基础上，约里奥-居里夫妇从硼中产生放

射性氮，从铝中产生磷的放射性同位素，从

镁中产生硅。用 α 粒子（即氦核）照射铝的

天然稳定同位素会产生磷的不稳定同位素：

27Al+4He→30P+1n。[10]这一发现正式称为正

电子发射或β衰变，其中放射性核中的质子转

变为中子并释放出正电子和电子中微子，并于

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艾琳和丈夫设计了一系列新的实验。一天

晚上，她丈夫正在进行钋实验，突然发现，在

用阿尔法粒子轰击一片铝片后，正电子仍然出

现。当钋源被移走时，发射并没有减少，因为

盖革计数器又发出了几分钟的咔哒声。在认真

研究计数器后，艾琳立即意识到这一现象是核

衰变过程中的一种新的放射性元素。在最初观

察的四天后，他们的报告提交给了科学院，并

于1934年1月19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为了使科学界相信他们的新放射性元素的

物理和化学证据，艾琳分离出了这种新物质，

而她丈夫则通过微调合适的仪器来协助。他们

展示了一个装有磷的小瓶。随着约里奥-居里

夫妇的发现，放射性同位素生产价格降低，并

且迅速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和癌症治疗的重要工

具。

1. 开启核能研究新纪元

艾琳实验室在镭核研究方面开创了先河，

带领由奥托·哈恩（Otto Hahn）、莉斯·迈特

纳（Lise Meitner）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领导的德国物理学家小组发现了核

裂变：原子核本身分裂，释放出大量能量。

1938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开始用中子轰

击铀元素的实验。结果他们在反应产物中分离

出一种半衰期为 3.5小时的放射性元素。但是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神秘的“超铀元素”，

而且并没有对此继续深究下去。而哈恩在实验

室做研究，1939年 1月 16日他正式公布了铀核

裂变的结果，这一发现让他获得了下一届诺贝

尔化学奖。1948年，约里奥-居里夫妇与其他

科学家利用核裂变研究成果创建了法国第一座

核反应堆。这是核能作为法国广泛使用的能源

的开始。

2. 科研之路多次错过重大发现的反思

艾琳的科研成就固然很高，但是她多次错

过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这反映出科研过程中

的若干关键因素。[11]

首先，科研工作应重视理论思维的培养

与对无法解释的现象刨根问底式的精神。解释

性原则要求一个假说必须与已知的经验事实相

符，能解释全部已知事实，并且提供一致的说

明。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中，他们认为

质子的产生是由于 γ射线的撞击，根据这一假

设计算出 γ射线的能量至少应为55MeV。然而，

实际测定的中性射线能量仅为 7MeV，违反了

能量守恒定律。但他们像玻特一样，未能及时

从家族传承到个人成就：艾琳·约里奥-居里的科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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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将铍辐射视为 γ射线的解释，因而错失了

发现中子的机会。

其次，要重视学术交流的重要性。约里

奥 -居里夫妇曾经错过了 1932年卢瑟福在法国

的演讲。后来她丈夫曾说：“要是我们俩听过卢

瑟福的贝克林讲座的话，就不会让查德威克捷

足先登了。大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没有注意到这个假设。但是它一直存在于查德

威克工作所在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空气里。”

（[12]，pp.80-81）
最后，科研过程中应在事实的基础上敢

于质疑传统。约里奥-居里夫妇像他们的同时

代人一样，对新粒子持有强烈的否定成见。同

时代研究者在磁场中对粒子轨迹进行了大量实

验，发现了粒子轨迹的弯曲现象，本可以揭示

粒子的电荷类型和运动方向。但实验者仅解释

为电子从一个源发射并按预期弯曲。面对径迹

反向弯曲的情况，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些电子偶

然朝源运动，而没有考虑这可能是发射自源的

带有正电荷的粒子。因为他们没有对这些看似

异常的电子数量进行统计分析，从而错过了发

现正电子的机会。也因此，这种当时的普遍成

见导致了约里奥 -居里夫妇错过发现正电子的

机会。

四、积极的社会活动和与中国的渊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艾琳致力于组

织实验室为国防工作，她和丈夫决定留在法国，

维持法国科学的活力，夫妇二人于 1934年加入

社会党，1936年加入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戒委

员会，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她两人还

积极参与促进妇女教育和世界和平，同时反对

法西斯运动，并于 1936 年在西班牙内战中积

极支持共和派。同年，艾琳被法国政府任命为

负责科学研究的副国务卿，并协助建立了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战后，艾琳成为原子能委

员会委员，并于 1946年成为居里研究所所长。

（[13]，p.97）
艾琳是女权运动成员，参与了许多演讲活

动，例如国际妇女节会议。她积极参与促进妇

女教育的活动，在法国妇女联盟全国委员会和

世界和平理事会任职。她还在世界知识分子和

平大会上为法国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

了世界和平运动。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巨大的社

会影响力也让艾琳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公众

视野中成为了极具影响力的先锋女性。

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很多，其中包括

了优秀的中国学生——钱三强。1937年夏天，

24岁的钱三强来到声名显赫的巴黎大学镭学研

究所居里实验室，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并

于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37年夏，钱三强来到了巴黎大学镭学研

究所居里实验室。他在艾琳的指导下进行了博

士论文研究，聚焦于含氢物质在 α粒子轰击下

产生的质子群。同时，他也协助弗雷德里克改

进云室，这是一种用于研究原子核粒子径迹的

基本设备。钱三强对云室的改进显著提高了其

性能，包括有效灵敏时间的增加和自动照相系

统的添加。

1939年，他与艾琳合作研究中子轰击铀和

钍时产生的放射性元素，这项研究支持了核裂

变的理论，并在同年发表。1940年他获得博士

学位后，于 1944年出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他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利用核乳胶

探测器记录到多个三叉形径迹，并经过分析计

算确认了铀核的三分裂现象。[14]他的这一发现

在 1947年得到了国际物理学界的认可，成为了

研究三分裂的经典性文献。

五、科学研究与传播的家庭领域

通过分析艾琳和她的家庭成员与同行间的

书信往来，我们可以洞察到纸质媒介在科学界

的核心地位，以及它如何促进了知识的交流和

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1. 家庭作为科学研究和传播的场域

艾琳对科学的兴趣无疑深受家庭环境影

响。其母亲作为伟大女性科学家的成就和对艾

琳教育的高度重视给了她独特的成长环境，从

而不仅启发了她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更以

优质的教育为其随后的科研道路打下坚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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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艾琳的丈夫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更是其

科学研究事业坚定长久的合作伙伴。即使是陪

伴她并不久的祖父，也对她就世界正义和政治

问题的持续关切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3]，
p.97）使她自年幼起就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由此，分析艾琳的案例，有助于思考十九到

二十世纪以来，家庭是如何作为科学研究和科

学信息传播的重要场域的。

实际上，自十八世纪以来，作为一个科学

研究和传播的场域，家庭就一直在科学发展中

起重要作用。（[15]，p.29、47、159）普遍观

点认为在高度制度化体制化的现代社会，尤其

是对于实验室工作占主要科学研究任务的现代

科学家而言，个人生活场域和工作场域分开较

为明显。[16]但即使如此，由于亲缘关系，家人

比其他社会各界的人员更具可信度，对于一些

尤为重要的科学工作，家人最为可靠，因为他

们不会告密。[17]同时，一个家庭单位的成员之

间通常而言有着最为相似的语言、社会和文化

背景，[16]在这样的条件下，思想和知识的传播

会更加容易，关于此的讨论也在家庭中更频繁

地展开。[18]

正因此，自十八世纪以来，博物学家和科

学家们的科学活动经常会在科学家去世后由年

轻一代家庭成员接替或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

甚至在欧洲许多地区（如法国），大学教职的

世袭也非常常见。（[19]，pp.40-42）年轻一

代的家庭成员愿意投身科学研究的原因不仅因

为长时间的熏陶和影响、在一定基础上完成上

一代科学家研究的目标、[16]物质条件的便利，

等等，还应该考虑情感联系，而艾琳的例子就

是对此的绝佳印证。

艾琳年幼时期与母亲的关系非常微妙，由

于母亲整日忙于实验和科研工作，当艾琳处在

最需要母亲的照看和关注的阶段时，母亲并未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艾琳的需要。（[20]，pp.26-
27）对于当时年幼的艾琳而言，实验室更像是

一个与她争夺母亲注意力的对手，而投身科

学由此一来变成了艾琳获得母亲关注的途径。

（[13]，p.98）甚至连玛丽较为亲密的同事都会

直接写信质问她：“你不爱艾琳吗？……如果她

再大一点的话，他也会像我这样想并且和你说

你这些的”。（[20]，p.101）艾琳更是在玛丽的

学生来家中拜访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压抑的情

绪，对母亲大吼：“你必须多把注意力放到我身

上！”（[20]，p.99）这个案例还有助于我们思

考女性科学家的独特处境。随着女性地位的不

断提高，性别平等意识的不断加强，自启蒙时

期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科研工作，为

物理、数学和化学等各个科学学科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21]而像玛丽这样的女科学家不得

不面对个人生活和科研工作的平衡问题，而无

论是玛丽对艾琳的培养还是艾琳的努力，都呈

现了这对母女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即将家庭

与工作的界限模糊化，将家庭成员变成工作伙

伴。

2. 纸质媒介作为科学研究和信息传播的载体

艾琳通过书信与许多科学家保持着密切

的往来，在这些书信往来中，他们交流彼此的

科学观点，分享学界前沿信息。艾琳及家人十

分热衷利用各种纸质媒介进行记录，例如，玛

丽有一个笔记本用来记录家庭开支，她同时会

将一些生活中的时间记录在此，包括艾琳开始

说话、走路的时间等等；（[20]，pp.96-101）
妹妹伊芙主要执笔、艾琳参与的其父母居里

夫妇的传记在国际癌症治疗运动中意义重大；
[22]1911-1914年间玛丽与所有同新的镭研究所

建立相关的人员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甚至包

括园丁、建筑师等。[23]基于以上，通过艾琳

的案例，我们同样应注意到，在前计算机时代

的科研活动中，纸质媒介作为科学研究和信息

传播的主要载体，在科学研究和私人交往中均

被科学家广泛使用；而正是因此，才使得我们

探究科学家间的互动得以可能。在这部分中，

我们将对藏于英国杜伦大学王宫绿地（Palace 
Green）图书馆处的一些与艾琳相关的书信进

行考察，从而分析前计算机时代书信在科学交

流和研究中的作用。

在这封信的内容中（图 1），[24]有两点值

得我们格外注意，首先便是这封信是写给约里

奥-居里夫妇的，这无疑体现了二人在学术上

和生活上均处于密切联系的状态，也验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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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弗里德里希·佩恩斯教授于1938年1月5日
写给弗雷德里克·约里奥的信

们上一个部分中的说法——当家庭中的成员同

属于一个科学共同体时，消息的传播效率会变

得极其高，信息的更新几乎是同步的。其次，

科学家们不仅会通过书信进行密切往来，而且

往往会在书信这种更为私密的媒介中以最直接

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

图 2 是一封 1938 年 1 月由杜伦大学化学

教 授 弗 里 德 里 希· 佩 恩 斯（Friedrich Adolf 
Paneth）寄给艾琳丈夫的信。[24]信的内容非常

简单，佩恩斯将自己所在的实验室最新发表成

果的重印版寄给了艾琳的丈夫，并表示自己已

将其名字置于邮件列表中，因此以后会继续与

其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佩恩斯表示了对

居里实验室研究成果的浓厚兴趣，并希望能够

收到来自他们的发表成果重印版。这封简单信

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示了 19世纪到 20世纪初科

学知识的传播途径——纸质媒介。科学家之间

通过书信往来保持彼此间的联系，并且通过重

印的期刊来与彼此分享自己实验室最新的研究

成果。自 19世纪以来，科学研究便与期刊市场

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25]这种发展的速度在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达到了巅峰。[26]基于

此，对于当时代的科学家而言，科学实践不仅

仅是阅读文献、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这些行为的

统称，而是一种高度基于共同体的视觉性、行

为性、语言性及交往性活动的动态融合。[27]书

信和期刊便是这个“行动者网络”中信息传播

最核心的工具，随之，科学共同体不仅是一个

交往密切的社交网络，更重要的是，它本质上

是一个知识和信息共同体，[26]其成员间信息和

知识保持高密度的实时共享和更新是维持其运

转的必要条件。借助期刊和私人书信，19-20
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其交流形

成了一种（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回路”，[28]在

这个回路中，科学交流的对象和科学期刊文章

的潜在读者均是确定的，因此专业壁垒更强，

同时由于印刷业和邮政业的快速发展，信息同

步的效率也变得更高。

这封信的内容虽然同样简洁，但向我们展

示了纸质媒介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即将科学活

动中的部分流程高效化，实现科学活动的体制

化管理。蓝皮特博士（Dr Leslie Herbert Lampitt）

图1  史蒂芬·梅耶教授于1948年1月29
日写给约里奥-居里夫妇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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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给艾琳，表示希望她能够用随信附的表格

来进行差旅费报销。（图3）除了我们上面内容

展示中展示的书信的作用之外，我们这里还应

该注意到，随信附的表格同样是一种纸质媒介。
[24]自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家就尝试使用各种表

格来管理信息，[29]，[30]表格作为一种视觉化的

信息互动媒介能够以最高效的方式让填写者梳

理并呈现信息。基于此，通过寄给收件人信并

随信附表的方式来管理科学活动的经费，无疑

体现了20世纪科学系统专业化、效率化及体制

化的特点。

成就与她显赫的家世密不可分，但更为关键的

是她那与生俱来的天赋、对科研的炽热追求以

及专注无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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